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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发展、移民变迁与乡愁记忆传承
———基于山东省自然村地名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①

宋全成
(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

摘要: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村名作为一种符号已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综合运用文献研究
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以山东省自然村地名数据为依据，运用 Stata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地名发展、移民
迁移与乡愁记忆传承的历史与现状。数据显示:姓氏和自然地理特征是村庄命名的主要决定因素; 不同时期的
得名村庄数量呈“倒 U型”分布，明朝得名的村庄数量最多; 迁移村庄中跨省迁移村庄数量最多; 村民主要来源
于山东、山西、河北、云南、四川五省，来源于不同省份的村庄得名原因分化明显。在此基础上，探究移民迁移、地
名发展与乡愁记忆传承的内在作用机制，分析城市化与工业化背景下地名发展与乡愁记忆传承面临的新挑战，

并针对性地提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愁记忆传承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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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名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不仅能够生动直接地标记地理空间、概括当地自然人文景观，而且
也是地区历史演变与人口迁移动态过程的重要见证。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传统村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蕴含着丰富自然与人文信息的村庄地名因失去依托而

消失。住建部发布的《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显示，我国自然村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17 年自然
村数量缩减为 244．9万个，较 2011年下降 8．24%，平均每年减少约 3．67 万个村庄。②加之随意更
改村名的现象屡有发生，村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历史上屡经战乱和自然灾害侵袭的
山东省是重要的国内移民集散地，人口迁移活动在山东省的村庄地名中打下了深刻烙印。研究
移民变迁与地名发展的内在机制意义重大，一方面，移民迁移对地名发展和乡愁记忆传承影响深

远，村名中蕴含着丰富的人口迁移信息。知史以明鉴，查古以知今。探究山东省移民与地名发展
史是实现经验资料与符号理论、移民文化适应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对话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
地名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嬗变，也承载了

人们饮水思源、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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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本文以山东省自然村地名普查数据获得的 83，292 个村庄为依据，运用 Stata13．0 统计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地名发展、移民变迁和乡愁记忆传承的内在机制，探索城市化与工业化发
展背景下地名发展、乡愁记忆传承面临的挑战，为自然村地名文化遗产及乡愁记忆的保护与传承
提出建议。这对于贯彻习近平同志 2018年 10月关于“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
护”“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
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的广东考察的讲话精神和 2017年 4月在广西考察时
强调的“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
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要增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讲话精神，对目前地名命名、乡愁记忆传承
等相关政策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述评

地名研究源远流长，地名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自先秦时期便受到政府与学者的高度重

视。相关古籍卷帙浩繁，《山海经》《太平寰宇记》《與地纪胜》等地理志和地方志书中都收录了
大量地名。尽管古代地名研究多停留在地名收录与渊源解释层面，但这些文献仍是我国地名研
究的宝贵史料。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地名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学界注重
区域地名研究，重点关注某一城市、某一聚落等的地名内涵、空间分布特征、命名规律，但探究移
民迁移对地名命名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向学春、黄权生重点关注川渝地区移民地名，认为移民
地名是川渝移民史的重要缩影，移民动因、迁移过程、移民定居①、移民后的社会变迁、经济文化
整合②等均在地名中有所体现。第二，在研究学科上，地名研究已呈现出多学科的特征，多集中
在历史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等学科。在历史学方面，杨国勋着眼于许昌地名考证，通过梳理相关
史料，系统地探讨了许昌地名发展、分布和命名规律。③ 在语言学方面，初志伟对部分富有特色
的烟台地名用字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其在语音、语义、修辞方面的特点，梳理了方言的词汇特点
和演变轨迹。④ 在文化学方面，罗常培从地名语词语源、历史变迁、命名心理等多个方面对语言
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并分析了民族迁徙对地名及其文化的影响。⑤ 第三，在研究方
法上，学界使用的文献研究法依然是当前地名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采用定量分析等其他方法的

文章为数不多。刘泽玲采用文化比较、统计分析等方法，从地名的音、形、义等方面对临汾地名进
行研究，概括出该地地名的命名特征，并阐述了地名与地理、历史、政治、社会环境等之间的关
系。⑥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运用 GIS等地理信息技术来辅助地名研究⑦，以求更直观地展现地名
分布特征。
总体来看，我国地名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研究内容

上，多集中在对地名本身内涵的探讨，对人口迁移与村庄地名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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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春:《四川地名与移民文化初探》，《文教资料》2015年第 13期。
黄权生:《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 6期。
杨国勋:《许昌地名史话》，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初志伟:《烟台地名的方言特色》，《山东档案》2017年第 6期。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年。
刘泽玲:《临汾地名的语言与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2013年。
王海燕、李庆雷、王涛、李云涛、廉成:《基于 GIS的陆良县地名文化景观特征及空间分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

学版) 》202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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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研究学科上，现有研究多立足历史学、语言学、文化学学科，对地名历史渊源、命名规律、
语音修辞特征等进行探讨，而从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探讨人口迁移与地名发展之间关系的
研究较为少见;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文献研究法是当前地名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运用社会统

计学研究方法对移民变迁与地名发展与分布及其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尚未发现;第四，从山

东省地名研究现状来看，现有关于山东省地名的研究多聚焦于一个地级市或区县开展研究①，尚

未有论文和专著对整个山东省所有的自然村地名进行统计分析和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人口
社会学与移民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定量研究方法，以山东省自然村信息数

据库为依据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地名发展、移民变迁和乡愁记忆传承的内在机制及存在的问题，
为自然村地名文化遗产及乡愁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提出建议。

二、社会统计学视角下的山东省村庄迁移和地名发展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山东省村庄信息库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对村庄得名原因类型、得名时间、迁移范围、来
源省份等变量进行分类，清理缺失值并删除重复变量，最终得到山东省村庄数据共计 83，292 条。
在对村庄得名与迁移情况进行简单描述统计的基础上，以村庄得名原因类型为核心变量，交叉统

计村庄得名时间、迁移范围、来源省份等变量与其相关关系，并通过卡方检验判断相关显著性。
数据中各变量缺失值数量及其在个案间的分布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在简单描述统计分析部分，

为精准计算百分比，对缺失值、村庄迁移状况未知值和来源省份不详值进行删除。在交叉描述统
计分析部分，若统一删除缺失值，则会出现大量仅有 1 个变量缺失的个案被删除的情况，为避免
不必要的变量损失，故在此部分保留缺失值。另外，交叉描述统计分析部分的列联表统一显示列
百分比或行百分比，所得比值为同时等于行列变量所对应的变量值的个案数量在该列或该行个

案总数中所占比例，故此部分比例值与简单描述统计分析中所得比例值不同。
( 一) 山东省村庄迁移及得名情况简单描述统计分析②

1．山东省各地级市村庄数量分布不均

图 1 山东省各地级市村庄数量分布

山东省各地级市之间村庄数量分布不均。村庄数量均值为 4，900，不同地级市之间村庄数
量差异大，村庄最多的地级市为临沂市，数量多达 10，361 个，而村庄数量最少的枣庄市仅有 883

541

①

②

范为菊、邵明武:《山东省沂南县砖埠镇阳字地名文化探析》，《中国地名》2018年第 3期。
此部分图表均不含缺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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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各地级市村庄数量差异受到地级市面积大小、区位分布等地理空间特征，人口数量、耕地面
积等社会经济特征，以及文化发展、历史渊源等人文特征多种因素的影响。

2．姓氏和自然地理特征是山东省村庄命名的主要因素

图 2 山东省村庄得名原因类型分布

历史上山东省村庄命名的一般原则主要是与自然实体有关的地名命名和与人文社会有关的

地名命名两大类。其中，与自然地理实体有关的地名命名主要以地形地貌、景观、方位命名和以
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等;与人文社会有关的地名命名主要以姓氏、经济活动、名胜古迹、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和吉祥嘉言命名等类型。① 以此为依据，对山东省村庄信息库数据进行归纳整合发现，
村庄得名原因可以进一步分为以姓氏得名、以自然地理实体得名、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得名
等 14个类别，如图 2所示。全省共有 4，108个村庄得名原因信息缺失，具有得名原因有效值的
79，184个村庄中，以姓氏得名和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的村庄数量最多，分别为28，807个
和17，015个，所占比例分别为 36．38%和 21．49%。与此同时，村名中含有姓氏和自然地理特征因
素的村庄数量为42，801个和28，574个( 两者均含有“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而名”一类) ，所占
比例分别高达 54．05%和 36．09%，由此来看，姓氏与自然地理特征是村庄命名的两个主要因素。②

姓氏体现了村民们的氏族意识和家族归属感;自然地理特征是村民们在村名中描摹风物的体现，

这不仅是对村庄位置和山水风貌等的简单描述，更是村民对于自我与村庄相对位置的建构。③

此外，村名中含有建筑、道路、桥梁因素的村庄数量共计7，064个，所占比例共计 8．92%，村名是反
映村民生活状况、心理状态的重要符号，以建筑道路桥梁为村庄命名侧面反映出了建筑、道路、桥
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改善村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另外，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吉祥嘉言得名
的村庄数量共计4，012个，所占比例为 5．07%，反映了村民们祈求祥瑞、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
愿景。

3．不同时期得名村庄数量呈“倒 U型”分布，明清两朝新建村庄大量涌现
山东省共有16，578个村庄得名时间信息缺失，对具有得名时间有效值的66，714个村庄统计

分析发现，从春秋战国到当下这一跨越近 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山东地区始终有新的村庄产生。
纵观各个历史时期，得名村庄数量总体呈“倒 U型”分布，元朝以前村庄增长速度始终较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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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山东省地名研究所:《山东省地名志》，济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年。
含有姓氏因素的得名原因类型包括以姓氏得名、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得名、姓氏结合经济活动命名、姓氏结合建筑

道路桥梁命名四类;含有自然地理特征因素的得名原因类型包括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以自然地理实体得名，以自然地
理特征结合姓氏命名三类。
刘云生:《岭南地名文化解码》，《深圳特区报》2019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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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山东省村庄得名时间分布

春秋战国及以前、秦朝至五代十国、宋朝至金朝分别仅新增村庄 401个、1，567个和1，500个，所占
比例分别为 0．60%、2．35%和 2．25%。元朝村庄增长速度加快，共新增村庄2，706个，所占比例为
4．06%。明朝是山东省村庄数量指数增长的时期，各地级市村庄大量涌现，新建村庄数量达到峰
值，共计45，207个，所占比例为 67．76%，这与明初统治者推行的“远徙降卒”方针与移民屯田政策
相关。清朝得名的村庄数量次之，为12，836个，所占比例为 19．24%。民国以来村庄增长速度放
缓，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分别仅有新得名村庄 806 个和1，691个，所占比例分别为 1．21%
和 2．53%。

4．迁移村庄在山东省村庄中占主体，其中跨省迁移村庄数量最多①

图 4 山东省村庄迁移范围分布

山东省有3，677个村庄迁移范围缺失，另有 387 个村庄迁移状况未知。在迁移状况已知的
79，228个村庄中，大部分村庄经历了迁移过程，迁移村庄共计 53，097 个，占 67．02%，迁移范围以
跨省迁移居多，数量为23，280个，占迁移村庄总数的 43．84%。未迁移村庄共计26，131个，占迁移
状况已知村庄总数的 32．98%。因数据文本结构问题，在统计村庄迁移范围时，仅能判断出一些
村庄的村民是从其他地区迁移而来，但无法甄别其迁移范围，将这类村庄定义为“迁移范围不
详”。统计发现，这类村庄数量为11，682个，所占比例为 14．74%。此外，省内跨市、市内跨县、县
内迁移的村庄数量都相对较少，分别为4，811个、3，215个、10，109个，所占比例分别仅为 6．07%、
4．06%、12．76%。

5．山东省村民来源省份集中在山东、山西、河北、云南、四川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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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研究将经历了迁移过程的村庄定义为“迁移村庄”，指代由他处迁移而来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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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山东省村庄来源省份分布

山东省共有3，856个村庄来源省份信息缺失，来源省份不详的村庄数量也相对较多，共计
11，875个。在来源省份已知的67，561个村庄中，村民来源省份分布广泛，囊括了我国东部、中部、
西部、东北四大地区的 28个省份。其中，山东省内迁移和未迁移村庄数量最多，为44，289个，所
占比例为 65．55%。除此之外，来源省份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云南、四川四个省份，村庄数量分
别为11，610个、5，479个、2，424个和1，404个，所占比例分别为 17．18%、8．11%、3．59%、2．08%。同
时，江苏、河南等邻近省份也有少量村庄迁入，分别为 837 个和 672 个，所占比例分别为 1．24%、
0．99%。
( 二) 山东省村庄迁移及得名情况交叉描述统计分析

为探析村庄得名原因是否在得名时间、迁移范围、来源省份不同的村庄之间存在差异，分别
作出相应列联表，并运用卡方检验验证以上变量与村庄得名原因类型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

关关系。
1．以姓氏得名和以自然地理特征得名的村庄随时间推移，其变动趋势呈现出“倒 U型”的特征
通过卡方检验发现，得名时间不同的村庄，得名原因存在显著差异。各个时期的村庄得名原因

均集中在以姓氏得名和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两种类型上，姓氏和自然地理特征是大部分村
名命名的两个主要因素。具体来看，不同时期村庄得名原因主要表现出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宋朝
以前以姓氏得名的村庄比例相对较低，而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吉祥嘉言命名的村庄比例明显高
于宋朝及以后;第二，纵观各个时期，以姓氏得名的村庄所占比例大致呈“倒 U型”分布，明朝以前
以姓氏得名的村庄比例不断提高，明朝时达到峰值，这一时期有 40．76%的村庄以姓氏得名，清朝以
后以姓氏得名的村庄比例降低，民国以来以姓氏得名的村庄比例仅有 12．86%;第三，随时间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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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命名的村庄所占比例与以姓氏得名的村庄所占比例变化趋势相反，总体呈
“U型”分布，明朝以此得名的村庄所占比例最低，为 18．74%，明朝前后以此得名的村庄比例均较
高;第四，民国以来以建筑、道路、桥梁命名的村庄比例较之前明显提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国以
来山东省建筑、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的现实情况。

表 1 山东省村庄得名原因类型与得名时间情况

得名原因类型 宋朝以前 宋朝至元朝 明朝 清朝 民国以来 缺失 卡方值

以姓氏得名 20．63 33．40 40．76 32．30 12．86 24．74
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 22．97 22．68 18．74 26．53 25．23 18．71
以自然地理实体得名 3．51 3．21 2．60 5．30 2．96 4．58
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得名 6．61 9．53 11．94 10．74 4．25 7．55
以建筑道路桥梁得名 7．27 5．85 3．88 4．06 13．42 5．27
与种植业和手工业等经济活动相关的村名 2．95 2．95 2．06 2．26 3．56 1．86
姓氏结合经济活动命名 2．24 2．40 3．23 1．96 1．08 1．53
以名胜古迹得名 0．86 0．33 0．31 0．18 0．08 0．42
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吉祥嘉言得名 16．01 6．59 3．59 5．17 7．93 5．63
政府命名 0．66 0．52 0．32 0．44 13．90 0．62
与军事活动相关 5．69 2．19 0．77 0．51 0．44 0．92
因怀念故土而得名 0．46 0．57 0．73 1．36 4．65 0．52
姓氏结合建筑道路桥梁命名 3．00 2．78 5．03 3．30 0．96 1．77
其他 6．40 6．16 5．20 5．31 8．29 4．21
缺失 0．76 0．83 0．84 0．59 0．40 21．67

23，000＊＊＊

注: 1．表格中除卡方值外，其余数值均为百分比。2．显著性水平: * p＜0．05，＊＊ p＜0．01，＊＊＊p＜0．001。

2．迁移村庄多以姓氏得名，未迁移村庄多以自然地理特征得名
表 2 山东省村庄得名原因类型与迁移范围情况

得名原因类型
跨省
迁移
省内跨市

市内
跨县

县内
迁移
未迁移

迁移范
围不详

未知 缺失 卡方值

以姓氏得名 46．10 46．73 36．11 31．43 24．63 42．25 27．65 0．30
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 13．62 14．18 24．20 27．23 29．04 16．84 18．60 0．11
以自然地理实体得名 1．85 1．95 2．67 3．03 6．47 2．36 1．81 0．05
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得名 13．03 10．33 12．01 11．97 8．62 10．81 5．94 0．05
以建筑道路桥梁得名 3．22 2．54 3．14 4．08 8．11 2．90 7．49 0．08
与种植业和手工业等经济活动相关的村名 1．73 2．16 2．46 2．01 2．96 2．00 0．78 0．05
姓氏结合经济活动命名 4．04 3．85 2．30 1．76 1．51 3．02 3．10 0．00
以名胜古迹得名 0．27 0．21 0．25 0．18 0．36 0．62 0．00 0．03
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吉祥嘉言得名 2．99 2．72 3．02 4．36 8．01 4．57 4．65 0．03
政府命名 0．31 1．14 1．18 0．73 1．44 0．59 0．00 0．00
与军事活动相关 0．61 0．54 0．81 0．64 1．54 0．97 1．29 0．00
因怀念故土而得名 0．58 1．79 2．64 3．05 0．14 0．74 0．78 0．00
姓氏结合建筑道路桥梁命名 6．18 5．05 3．08 3．23 2．25 4．08 4．91 0．00
其他 4．70 5．70 5．07 5．35 4．84 7．72 20．16 0．05
缺失 0．77 1．12 1．06 0．95 0．09 0．51 2．84 99．24

82，000＊＊＊

注: 1．表格中除卡方值外，其余数值均为百分比。2．显著性水平: * p＜0．05，＊＊p＜0．01，＊＊＊p＜0．001。

通过卡方检验发现，迁移范围不同的村庄，得名原因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特
征:第一，以姓氏得名和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为山东省村庄主要得名原因，在各个迁移范
围的村庄中比例都较高;第二，与未迁移村庄相比，迁移村庄命名中以“姓氏”因素命名的比例较
高，其中跨省迁移的村庄以姓氏命名的比例高出未迁移村庄 21．47 个百分点，以自然地理特征结
合姓氏命名的村庄比例高出未迁移村庄 4．41个百分点;第三，与未迁移村庄相比，迁移村庄命名
中以自然地理特征因素命名的比例较低。第四，与跨省迁移的村庄相比，省内迁移的村庄更倾向
于因怀念故土而以原名或以与原名相关村名为新的迁移村庄命名。通过文本分析发现，这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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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多为因修建水库等原因而进行短距离整村搬迁的村庄。
3．来源于不同省份的村庄得名原因分化明显，来自山西、河北等北方省份的村庄以姓氏得名

的比例较高

表 3 山东省村庄得名原因类型与来源省份情况

得名原因类型 山东 山西 河北 云南 四川 其他 不详 缺失 卡方值

以姓氏得名 29．42 48．11 53．48 30．61 38．46 39．07 42．00 1．84
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 26．66 10．15 11．24 27．19 19．16 19．32 16．98 0．41
以自然地理实体得名 4．92 0．84 1．06 5．45 5．63 2．72 2．36 0．08
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得名 9．82 13．07 10．84 16．75 14．67 13．08 10．67 0．49
以建筑道路桥梁得名 6．22 3．07 3．29 3．67 4．42 2．59 3．01 0．36
与种植业和手工业等经济活动相关的村名 2．62 1．65 1．66 2．60 1．92 1．23 1．99 0．10
姓氏结合经济活动命名 1．88 4．36 5．22 1．73 1．57 3．57 3．00 0．23
以名胜古迹得名 0．29 0．28 0．20 0．33 0．43 0．21 0．62 0．03
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吉祥嘉言得名 6．24 2．49 4．12 2．60 4．20 2．68 4．52 0．29
政府命名 1．22 0．35 0．31 0．17 0．14 0．34 0．59 0．00
与军事活动相关 1．17 0．55 0．46 0．83 0．85 0．93 0．95 0．10
因怀念故土而得名 1．17 0．62 0．35 0．45 0．36 1．15 0．72 0．05
姓氏结合建筑道路桥梁命名 2．83 8．31 4．87 1．69 3．63 4．88 4．07 0．36
其他 5．07 4．97 2．70 5．86 4．56 6．92 8．01 0．80
缺失 0．47 1．17 0．20 0．08 0．00 1．32 0．51 94．84

77，000＊＊＊

注: 1．表格中除卡方值外，其余数值均为百分比。2．显著性水平: * p＜0．05，＊＊p＜0．01，＊＊＊p＜0．001。

通过卡方检验发现，来源省份不同的村庄得名原因存在显著差异。第一，来源省份为山西、
河北、云南、四川及其他省份的村庄以姓氏命名的比例明显高于山东省内迁移及未迁移村庄，特
别是来自河北和山西两个省份的村庄以姓氏命名的比例分别高达 53．48%和 48．11%，而来自云
南和四川两个省份的村庄以姓氏命名的比例为 30．61%和 38．46%，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来源
于河北、山西等北方省份的村民通常具有更为强烈的氏族观念;第二，相对于其他省份，来源于山
东省和云南省的村庄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和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比例更高，村庄命名
的自然地理特征更为显著;第三，山东省内迁移及未迁移村庄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吉祥嘉言
得名的比例较高，而来自其他省份的村庄以这一方式命名的比例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山东本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吉祥嘉言对外省移民的影响远不及对山东省内村民的影响
深刻。

三、移民迁移、地名发展与乡愁记忆传承的内在机制

( 一) 移民迁移对地名发展的影响

齐鲁大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生产生活环境使其在漫长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成为人口最为密集的省份之一，并积淀形成了扎根齐鲁、辐射全国的深厚的儒家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省不仅是人口大省，更是移民大省，古往今来，纷繁复杂的人口迁移活动为山

东省村名数量变化及命名特征都打上了鲜明的移民烙印。
1．因明朝军事移民涌入而出现大量与军事活动相关的村名
明朝初年，大量因战争以及沿海卫所建立形成的军事移民涌入山东。明太祖朱元璋派军征

讨占领四川的明玉珍势力与退守云南的前朝残余势力，获胜后俘虏川滇地区军士①，因“若留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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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世松:《明初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考》，《历史研究》2016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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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将，布列旧地，所谓养虎遗患也”(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上) ，故实施远徙降卒政策，命俘虏长
途迁徙，派驻设立在山东沿海胶东、莱州一带的卫所对抗倭寇。降兵叛卒经历收编入卫、异地从
征与就地留守过程，最终在山东境内定居，由此山东境内出现了大规模军籍移民。据《青岛地区
明代云南移民初考》记载，明代初期，青岛地区出现大量来自云南的移民，这些移民多为受朱元
璋派遣出征云南的汉族军士及其家属。另据新编《即墨县志》记载，仅明代因建立卫所和军屯而
迁来的军户就达 7万余人。① 这些军事移民在为新村庄命名时，多使用“屯”“营”“堡”“所”等
字，例如青岛市郝家营村、罗家营村、南屯村、北屯村等均因曾在此地安营屯兵而得名。

2．元明清时期大规模政策性移民的涌入使得山东新增大量村名
元末明初战乱频繁，加之水旱灾害多发，山东、河南、河北等省份田地荒芜、颗粒难收，“道路

皆榛塞，人烟断绝”(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但山西却风调雨顺、人丁兴盛，明太祖“迁山西
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
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三) 。自此，大批山西籍移民在
政府组织下进入山东境内。相关史书记载，明初从洪武六年( 1373) 到永乐十五年( 1417) 近 50
年的时间里，共计从山西迁出人口 18次。这些移民多迁入山东省中西部地区，也有少量迁入东
部地区和北部地区。他们在流入地新建村庄，凭借减免赋税徭役的优势，短期内便立足定居，使
得村庄数量在短时间内井喷式增长。因平原地区村庄命名时常常缺少典型的地理参照物，于是
这些移民多以房屋作为地理标识，常用“楼”“屋”等字，结合姓氏为村庄命名，如“孙家楼”“韩家
屋子”，等等;此外，东营等地曾有大规模移民集中迁入，出现了大量以数字编号命名的村庄，例
如明洪武二年，东营市利津县盐窝镇由直隶枣强迁入大量人口，出现了东一村、东二村、东三村等
一系列以数字编号命名的村名。

3．明清时期手工业与商业移民增加而出现大量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村名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手工业开始发达，商品经济日渐活跃。晋商等自发性商业移民

也出现在齐鲁大地，这些从事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安居立业，由此产生了大批与经济活动相
关的村名。② 例如滨州市豆腐店村，为明永乐年间由今河北省武邑、枣强一带迁此的张姓移民建
立，在东三府( 登、莱、青州) 通往京津的官道旁开设客店，饭菜中尤以豆腐制品为佳，故得村名豆
腐店。这一时期与手工业和工商业等经济活动相关的村名不胜枚举，瓦刀赵、皂户赵、油坊许等
村名均以此命名。这是山东地区工商业发展的生动写照，也反映出了传统封建宗族观念与安土
重迁思想的松动，促使为获取经济效益而自发迁移的移民规模逐渐扩大。

4．“闯关东”的外迁移民潮使得大量村名“平移”至东北地区
清朝至民国时期，黄河下游水旱灾害不断，加之战乱频繁，局势动荡，山东、直隶等地的灾民大

量涌入东北地区。这一跨越近 300 年的山海关内民众大规模出关的移民运动被称为“闯关东”。
《吉林地志》记载，闯关东民众“十之八、九均系由关内各省自由移入者。其始不过一、二或一、二户，
继则呼亲唤友，而成聚落，俗谓之‘开荒斩草’，并称其首先移居者‘座山户’”③。闯关东民众浓厚的
乡土情结及紧密的地缘关系使得他们来到东北地区后也聚族而居，许多新建村庄沿用了原本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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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侯文程: 《青岛地区云南移民初考》，青岛市情网，http: / /qdsq． qingdao． gov． cn /n15752132 /n20546576 /n20714478 /
n20714546 /151215192947263736．html。
安宏:《试谈人口迁移对山东地名命名的影响》，《中国地名》2001年第 2期。
李澍田主编:《吉林地志 鸡林旧闻录 吉林乡土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 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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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平度村”“莱阳庄”等带有山东地域特色的村名大量出现。① 由此可见，“闯关东”移民运动使得
一些山东村名伴随着村民迁移而“平移”至东北地区，这些作为重要文化符号的村名并未随着人口
的流失而消亡，而是在东北地区重新焕发光彩，成为宝贵的地名文化遗产。

5．大量村名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大潮中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的村庄地名淹没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大潮中。

第一，合村并居使得大量村名消失。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集约土地发展经济，山东
省许多地市的城市郊区推行合村并居政策，一些相近的独立自然村合并成规模较大的联合村庄。
村庄实体虽仍存在，但因村庄合并，原本独立的村庄变为联合居民区，并多以街道编制命名②，原

有乡村文化底蕴深厚的村名被联合村庄的村名所取代。第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与工业
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许多村庄的耕地被征用为工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大量村庄被夷为平地，

地名随之淹没在城市化大潮中而成为历史的尘埃，这一过程中对村庄迅速且未经评估的盲目拆

除是对村庄地名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第三，村庄地名同质化严重，地名文化价值淡化。近年
来，许多富有地方特色和传统文化属性的地名要素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现代城市特色、却
无村庄传统文化积淀的同质化地名的社区。由此导致部分村名在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走向趋
同，其地名文化价值被淡化。
( 二) 移民迁移对乡愁记忆形成与传承的影响

1．封建朝代大规模移民通过村庄命名而推进了乡愁记忆的形成与传承
从山东省的移民情况来看，无论是元、明、清时期大量军事移民和政策性移民的迁入，还是清

朝至民国时期的“闯关东”移民运动中大量移民的自发性迁出，在封建小农经济背景下，这些移
民均可以被看作“乡—乡移民”。从地方依恋理论来看，因为迁入地与原居住地生产生活环境较
为相似，这些移民可以相对容易地将功能性依恋的载体从原居住地转变为现居住地，而伴随着记

忆与温情的情感性依恋则通常需要重新构建，乡愁记忆由此形成。③ 在物质文化资源相对匮乏
的封建时代，以村名来承载情感性依恋通常成为移民铭刻并传承乡愁记忆的重要途径:第一，一

些移民直接用原村名为新建村庄命名，以此表达对故土的思念和乡愁记忆的传承;第二，一些移

民以姓氏为村庄命名，以增强共同迁移而来的家族成员或同乡之间的家族认同感与氏族凝聚力。
此外，封建时期的移民还经常通过在村名中融合原居住地与流入地自然、人文特征以实现乡愁记
忆的长久传承。山东省境内许多迁移村庄来自千里之外的川滇地区，或是文化相差较大的晋南
地区，移民们在村名中不仅保留了姓氏等宗族信息，还结合了新居住地文化内涵，如青岛市刁家

烟霞村村民便是由云南移徙而来，起初结合移民姓氏与流入地自然实体特征，将新建村庄命名为

“刁家崖下”，随着与青岛方言的逐渐融合，又将村名雅化为“刁家烟霞”。在村庄命名中将姓氏
与新居住地的自然、文化环境相结合，并随着移民社会融入程度的提高，对村名进行调整，这是以
构建移民认同的村名符号的方式实现乡愁记忆长久传承的重要表现。

2．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人口乡城转移使得乡愁记忆形成与传承面临新的挑战
第一，大量村庄在城市化进程中消失，原有农业生产生活环境也随之被现代化城市生产生活

环境所取代，承载乡愁记忆的物理载体和环境不复存在，乡愁记忆文化面临重要冲击。以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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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妹:《闯关东精神的丰富内涵及价值支撑研究》，《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 1期。
刘溢海:《地名的融合、消失与迁移》，《中国地名》2005年第 3期。
邓秀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地方依恋研究:影响因素与实证》，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农林大学，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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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街道办事处为例，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背景下，为实现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郭店街道办事处对其下辖的 15 个村庄进行拆迁改造。伴随着村庄的拆除，村内的庙宇、桥
梁、大院、胡同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也被夷为平地，承载着村民珍贵乡愁记忆的物质载体———村
庄在城市化力量的驱使下迅速大面积地消失，这是导致乡愁记忆断裂，阻滞乡愁记忆传承的重要

因素。
第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得农业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乡

愁记忆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弱化甚至断代。近几年来，党中央始终将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抓好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工作。
这一举措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获得更为公平的生存与发展机会，推动城市化，但是在具

体落实中稍有不慎则容易阻断乡愁记忆的代际传递过程。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
重，保留着浓厚乡愁记忆的老年人留守农村，而农村中的年轻人多到城市中求学务工，新老人口

的空间分离使得乡愁记忆的代际传递难以维系;另一方面，新生代与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在沟通

过程中，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激烈碰撞持续不断。不同代际的农业转移人口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冲突。新生代乡城转移人口大多更认同现代化生活方式，缺少对农村生产
生活方式的依恋，常常难以形成乡愁记忆，他们往往忽视乡愁记忆的重要价值，接受祖辈传承下

来的乡愁记忆时也缺乏应有的积极性，乡愁记忆的传承主体不断弱化。以上两方面原因使得乡
愁记忆传承面临新的挑战，书写着特定地域历史的乡愁文化面临断代风险。

四、地名保护与乡愁记忆传承的建议

( 一) 地名保护的政策建议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地名委员会、地名研究所等地名管理和研究机构的先后成立，《地
名管理条例》和《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地名管理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以及《民政部关于
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等规范性文件的编制与发
布，表明我国对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同时地名文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我国地名文化保护工作有待加强。一方面，无论国家层面还是
地方层面，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工作均相对滞后，尚未建立起系统的地名保护名录体系;

另一方面，健全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也仍未形成。① 因此，针对当前地名管理和保护现状，
提出以下建议:

1．加快进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建设
开展地名文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要重视法律法规的建设，制定和完善山东省地名文化遗产

保护法规，将山东省地名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不仅能为地名管理与保护工作

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同时也使地名保护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 1998 年山东省政府发布
的《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 修正) 》中，作出了对于地名管理工作的相关规定，但截至目前，就地名
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仍未出台明确的更详细的法律法规，这导致实际保护工作缺乏应有的最新法

律依据。因此，依据国家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及相关政策文件，并结合山东省当
下的实际情况，制定地名保护相关地方性法律法规至关重要。地名保护相关法规的制定，不仅要
针对地名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与传承作出规定，而且要明确不同部门及机构应承担的责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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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剑飞:《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回顾、经验及启示》，《中国地名》2017年第 8期。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4期

时对于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的地名要予以重点保护，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为地名保护

工作提供切实依据，保证地名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2．推动地名普查规范化和地名文化资源信息化建设
地名普查是地名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为了让地名文化得到全面保护，应深入开

展地名文化资源调查，推动地名普查的规范化。首先，应全面查清本地区地名文化遗产情况，详
细收集地名拼写、读音、位置以及历史沿革、来历含义等文化属性信息，系统掌握地名文化遗产资
源数量、分布、现状和存在问题。① 其次，在调查现有地名的同时，要注重调查已消失不用的地
名，保护珍贵的历史地名。此外，在调查过程中，如遇书写、含义较为复杂的地名或以方言命名的
地名时，应避免地名的错写和错译，以免造成地名文化的丢失。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积极利用
普查资料建立地名数据库，整合地名文化资源，提升地名管理信息化水平，这样，不仅有利于地名

信息的系统化管理和长久保存，而且也便于相关学术研究的广泛开展。
3．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建设
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进程中，名录制度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地名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立对于

地名文化保护工作的开展尤为重要。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要结合山东省的实际情况
完善地名文化遗产评价、鉴定、确认的标准和程序，逐步健全地名文化遗产普查登记、申报调研、鉴
定确认、记录公示、跟踪监管等一系列保护机制，对于列入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地名必须予
以重点保护。同时，建立地名文化遗产名录的跟踪监管机制，动态跟踪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情况，
及时发现地名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保证地名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与此同时，注重
地名文化遗产层级保护制度的建设，引导省内各市、县加快建立本地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及
相关保护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合力推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的良好格局。②

4．加强对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弘扬
针对具有鲜明文化特色和突出传承价值的地名文化遗产，在采取措施加以保护的同时，应积

极组织专家和学者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工作，深入挖掘其所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探究其独特的地

域文化价值，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促进地名文化的弘扬与开发利用。在充分了解地名的历史文
化内涵以及当地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如举办展览、出版地名文化书
籍、拍摄地名文化视频或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渠道进行宣传，普及地名文化知识，不断扩大地
名文化遗产的影响力，提升社会各界对地名文化遗产和地名保护工作的认知度，从而增强公众对

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促进人们自觉保护地名文化遗产。
( 二) 乡愁记忆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村民与村庄是乡愁记忆的两个主要载体，但政府是实现乡愁记忆保护与传承的关键主体。
为实现对乡愁记忆的有效保护与传承，现提出如下建议。

1．健全乡愁记忆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乡愁记忆保护与传承规范化
乡愁记忆作为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适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为推进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全国人大于 2011 年 2 月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务院办公厅推出了包
括《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意见》等在内的行政法规。但目前针对保护及传承乡愁记忆更详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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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 2016年 12月 30日) 。
张福文、宁常郁、蓝春柳:《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研究》，《中国地名》2017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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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措施尚未完备，各级政府应因地制宜，充分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及乡愁记忆传承情况，有针对性

地制定并执行相应的乡愁记忆保护办法，实现乡愁记忆保护与传承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2．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形成乡愁记忆保护合力
乡愁记忆不仅是村民们对于村庄的精神依恋，其中还蕴含着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风土人

情、礼俗文化等诸多优秀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乡愁记忆应该做到对乡村文化遗产的全方位保护。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提出，应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以此作为制度
依据，应从以下三方面开展乡愁记忆保护与传承工作:第一，方言不仅是乡愁记忆的重要内容，更是

传承乡愁记忆的重要载体，在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应做好方言的传承与

保护工作，保护我国传统方言的多样性，让乡愁记忆有借以传承的重要方言载体;第二，随着越来越

多的农村人口到城市生活，拥有乡愁记忆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应及时推进乡愁记忆的收集整理工

作，从乡愁记忆中提炼题材，完善相关图书、影音资料整理与出版工作，以优秀的文化作品扩大乡愁
记忆的传播范围;第三，整合村庄内外部力量，形成以村民为主体，由政府主导、专家介入、社会组织
积极参与的长效保护机制，凝聚乡愁文化保护合力，使乡愁记忆代代传承下去。①

3．妥善保护村庄历史文化遗存，保留乡愁记忆的重要依托
村庄历史文化遗存中蕴含着丰富的乡愁记忆，保护村庄历史文化遗存是保护乡愁记忆的基础

性工作。② 第一，对现有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有效保护与修缮。伴随着农村空壳化现象的日益严重，
包括古建筑、古桥梁等在内的历史文化遗存有些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有关部门应积极统计、评估并
及时对辖区内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全面有效地修缮、整治及保护;第二，对即将整村
拆除的村庄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及时有效的评估并保护。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
进，大量农业用地被征集为城市用地，村庄被整体迁入社区，众多村庄因此迅速消失，承载着村民们

世世代代乡村记忆的历史文化遗存在短时间内惨遭毁损，附着在村庄上的丰富历史价值与文化价

值随之灰飞烟灭。各级政府应对即将整村拆除村庄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科学评估，及时抢救并妥
善保护有文化价值、有历史意义的文化遗存，为村民们保留乡愁记忆的重要依托。

4．政府有关部门应着力增强公众对乡愁记忆的保护意识
村民是乡愁记忆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增强村民们对于乡愁记忆的保护意识，对于保护与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乡愁记忆凝结了村民们对于村庄自然风貌、传统建筑风貌、传统
农业生活生产方式、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礼俗文化等多方面的珍贵记忆，是村庄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们充分意识到乡愁记忆的丰富文化内涵，为村民们提供疏解乡愁、铭刻记
忆的有效途径，着力增强村民们的文化自信，提高其保护乡愁记忆的自觉性，是推进乡愁记忆保

护与传承的重要举措。各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应积极承担增强公众乡愁记忆保护意识的社
会责任，与各级政府、基层文化工作者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推进乡愁记忆保护工作。③

5．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利用数字技术让乡愁记忆重现光彩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乡愁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创造了便利条件。城中村改造、合村并居等政策

的推行也使得村民在城市社区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尽管原有的农村生活环境不复存在，但储

551

①

②

③

崔瑾:《乡村振兴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农业经济》2019年第 6期。
刘正阳:《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人民论坛》2018年第 21期。
崔瑾:《乡村振兴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农业经济》2019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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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珍贵乡愁记忆的历史文化遗存不应随之消逝。为了使乡愁记忆重现光彩，应有效利用 AR
等现代数字技术，在艺术科技的帮助下让乡愁记忆活化，三维复原并重现村民传统居住环境、传
统农业生产生活模式、节庆习俗等原有生活场景，以数字化的方式为村民重新构筑起民俗符号，
帮助他们保护有关原有共同生活场景的珍贵记忆。① 同时，运用数字技术复原传统农业生产生
活场景，也能够扩大乡愁记忆的传播范围。另外，依托数字技术发展以乡愁记忆为核心的乡村文
化旅游也是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 该论文得到了山东省地名研究所副主任郭晓琳研究员和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刘星延副研

究员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别致谢! )

Development of Place Names，Immigration Change and
Nostalgic Memory Inheritanc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of Place Names of Natural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Song Quancheng
( Institute of Migration，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250100)

Abstract: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village name as a
symbol has become a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and based on the data of natural village names in Shandong
Province，uses Stata13．0 software a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 to study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lace names，migration and nostalgia memory inheritance． The data show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ly，surnames and natural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main determinants
in village naming． Secondly，the number of named villag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is distributed in
an inverted U shape，and the number of named villages in Ming Dynasty is the most． Thirdly，the
number of villages which moved across provinces is the largest among the moved villages． Lastly，the
villagers mainly came from Shandong，Shanxi，Hebei，Yun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village names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are obviously diverse． On this basis，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migration，place name development and nostalgia memory inheritance，and
analyzes the new challenges of place name development and nostalgia memory inherit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place names and nostalgia memory inheritance．
Key words: immigration change; development of place name; nostalgic memory inheritance; place
names of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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